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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汉帝国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在中央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员体制。
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就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
存；武帝时颁布“推恩令”，之后正式实行“州—郡—县”的地方行政体
系。在人才的选拔上，西汉实行的了“察举制”；在农业方面，“铁犁牛
耕”的耕作方式继续向全国推广发展，先进的农业工具的推广大大提高
了劳动生产率，以冶铸业、纺织业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大大丰富了汉代人
的日常生活，“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了汉代商业的快速发展，财富相对
集中在城市，边缘区域发展缓慢，艺术等方面获得长足发展，文学、绘画
等十分繁荣。汉代的河西四郡连通中原和西域，北部与匈奴对峙，如此
战略要地靠什么做支撑，就是要有大量人员、稳定的给养和完备的管理
体系，设四郡、据两关，完备的郡县建立，有目的的移民戍边，使空虚的西
北边塞逐渐充实起来，再加上干燥的自然环境，才使他们的活动遗迹得
以幸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居延地区两次出土了三万余枚汉
代简牍，大量记录了以居延为代表的汉代边塞地区的屯田管理、人事管
理等方面的档案文书，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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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代居延屯田的详细状况并不是很清晰，居延、肩水金关、敦煌悬泉
等汉简的面世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资料，并且在补史和正
史方面有重大的史学价值。居延地区是汉代河西六大屯田区域之一，汉
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９４年）“置居延、休屠”，派遣１８万戍田卒进行垦
殖，从人口规模上讲是河西六大屯田区域中最大的一块。近代以来，许
多学者利用居延汉简和传世典籍，对汉代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状况从总体
上进行了研究和考证，立足点也仅限于个别具体问题上，全面系统地利
用汉简材料对汉代居延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论著的不多见。长期以来
此方面的研究比较单薄，碎片化现象一直未能改变，唐启宇的《中国农
史稿》①，陈直的《两汉经济史料论丛》②，林甘泉等的《秦汉经济卷》③，杨
向奎等的《中国屯垦史》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中国农学史》⑤，许
倬云的《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⑥，张泽咸的《汉晋
唐时期农业》⑦等从宏观上总结了汉代农业生产、人口分布、商品价格、
生产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内容比较丰富，史料也翔实，对于相关问题进行
了系统的总结。从土地制度方面来分析汉代农业发展的有高敏的《秦
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⑧，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⑨等；
介绍汉代水利建设的有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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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林甘泉：《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杨向奎：《中国屯垦史》，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版。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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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①和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②等；介绍汉代农具发
展演进和使用方法的有荆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达简史》③，孙常叙的
《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④，刘仙洲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⑤，犁
播的《中国古农具发展史简编》⑥等，他们从各自角度阐述了先进生产工
具在促进汉代农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涉及汉代农作物种植学和农业科
技发展状况有李潘的《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⑦，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
培史稿》⑧，石声汉等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⑨，梁家勉的《中国农业科
学技术史稿》瑏瑠；介绍汉代农业考古学方面的有徐文生的《中国古代生产
工具图集》瑏瑡，陈文华的《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瑏瑢《农业考古》瑏瑣，吴秖骧的
《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瑏瑤等；涉及汉代西部农业专著有刘光华的《汉代
西北屯田研究》瑏瑥，赵俪生等编写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瑏瑦，刘光华主
编的《西北通史》瑏瑧（第一卷）等；简牍学专著有薛英群的《居延汉简通
论》瑏瑨，李天虹的《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瑏瑩等。以上论著从各自的角
度丰富了传世典籍记载的不足，在一定时期里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侧面。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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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荆三林：《中国生产工具发达简史》，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
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犁播：《中国古农具发展史简编》，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李潘：《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编纂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徐文生：《中国古代生产工具图集》（秦汉时代），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陈文华：《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吴秖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刘光华：《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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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也是丰富多彩，铁农具的研究亮点频出：杨宽的《我国历
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①和张振新的《汉代的牛耕》②两篇文章概
括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具发展状况。傅玫的《河西的犁》③通过分析
汉代及其以后在河西地区遗址出土的犁的器具形制特点，揭示了河西犁
两千年的演变过程以及对西北农业发展的影响。黄展岳的《古代农具
统一定名小议》④通过对殷周秦汉出土的铁农具结合文献对这一时期的
农具进行了规范定名，并且拟定了三条定名准则。张钢杰的《试论汉代
冶铁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⑤认为汉初恢复社会经济的需要
使得冶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也为农具的改良提供了条件，其直接导致
的结果是：加速了垦田的速度、提高了粮食产量，促使农业由原始的耕作
方法向精耕细作阶段发展，也为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物质基础。

汉代河西走廊地区农业发展概况方面的研究：武守志的《汉代河西屯
田简论》⑥概述性地介绍了西北屯田的性质、屯田实质和假田制的演变。
侍建华的《甘肃农业历史发展概要（古代至清末）》⑦概括地介绍了从史前
至清代甘肃农业发展的状况。张波的《河西古代农业发展概略》⑧也对历
史上河西的农业发展状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概括。唐晓军的《河西走廊农
业考古概述》⑨通过对甘肃各个时期出土的农器具、画像砖、汉简记录的粮
食作物和水利设施的遗迹的分析，阐明了各个时期河西走廊的农业发展
状况和农作物的种植情况。刘兴林的《汉代农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瑏瑠将
汉代农业考古的发现研究状况分为农作物、农业工具、谷物储藏和量器、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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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５期。
张振新：《汉代的牛耕》，《文物》，１９７７年第８期。
傅玫：《河西的犁》，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黄展岳：《古代农具统一定名小议》，《农业考古》，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张钢杰：《试论汉代冶铁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武守志：《汉代河西屯田简论》，《社会科学杂志》，１９８１年第２期。
侍建华：《甘肃农业历史发展概要（古代至清末）》，《古今农业》，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张波：《河西古代农业发展概略》，《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唐晓军：《河西走廊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刘兴林：《汉代农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５年第２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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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形态、灌溉和施肥、家畜饲养、农业生产七个方面进行总结，较全面地
反映五十年来我国汉代农业考古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汉代农业
考古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汉代农作物种植与亩产量方面：何双全的《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
物小考》①利用居延汉简的相关记载对汉代的粮食类、油料和蔬菜类作
物做了初步的考证和总结，为研究该地区屯田和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直
接的资料。星川清亲、段维生的《几种小杂粮及食用豆的起源与传播》②
对黍、稗、农爪稷、蚕豆、豌豆、小豆、荞麦等几种粮食作物的起源和传播
途径做了考证。沈志忠的《先秦两汉粱秫考》③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当
“粱”“秫”与其他作为名称并举时，“粱”就是指“高粱”，“秫”本指有黏
性的高粱，后来引申为指有黏性的其他谷类作物。同时越来越多的考古
发掘材料表明：我国高粱栽培历史最早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高粱有可
能在我国是独立起源的。卫斯的《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
证———兼与（日）西山定生先生商榷》④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
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
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
术的提高有关。徐元邦的《居延汉简中所见之蔬菜》⑤，主要利用《居延
汉简甲乙编》释文对已经出现的几种蔬菜做了初步的考证。吴德邻的
《姜的起源初探》⑥从姜在中国的栽培史、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姜、姜
的语源学三方面考证，推断姜起源于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

·５０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双全：《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星川清亲，段维生：《几种小杂粮及食用豆的起源与传播》，《国外农学（杂粮作物）》，１９８３年

第４期。
沈志忠：《先秦两汉粱秫考》，《中国农史》，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卫斯：《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兼与（日）西定生先生商榷》，《中国农

史》，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徐元邦：《居延汉简中所见之蔬菜》，《古今农业》，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吴德邻：《姜的起源初探》，《农业考古》，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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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雄的《从出土史料看河西走廊古代的农桑业状况》①结合考古资料
对秦汉至魏晋的农业发展状况做了归纳。李并成的《河西地区历史上
粮食亩产量的研究》②利用居延汉简和传世文献考证出河西地区历史上
历朝粮食亩产量，其中汉代河西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大约在１．１—１．２小石
左右，合今亩产量（粟、麦平均亩产）当为１１０斤／亩上下。王忠全的《西
汉亩产量管见》③从史书记载和西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两方面考证出西
汉粮食亩产量约在二三石之间。宁可的《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
字》④采取传世典籍和居延汉简相结合的方式，计算出汉代每个劳动力
垦田亩数是１４亩多，每个农户家庭占有耕地为２９亩左右；粮食每亩为
１４０斤左右；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每人每年４８０斤左右；劳动生产率约为
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以粟计）２０００斤左右。王忠全的《番系所
言西汉亩产数据考》⑤通过对《史记·河渠书》所载河东守番系关于土地
生产的一条言论考证西汉粮食亩产量。汉代粮食亩产量究竟有多少，历
来众说纷纭，周国林的《关于汉代亩产的估计》⑥通过对众家之说分析，
认为汉武帝及其以后时期的亩产量为三石即一亩获谷粟一百二十斤。
杜绍顺的《战国至汉初一般亩产量探析》⑦在总结众家之说的基础上认
为“汉初亩产一石”是可信的，同时认为一般亩产量，指中等田地在一般
年成的亩产量。汉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缺乏全面研究，黄今言、温乐平
的《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
心》⑧通过文献、考古资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汉代南方、中部，西北边郡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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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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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高人雄：《从出土史料看河西走廊古代的农桑业状况》，《敦煌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李并成：《河西地区历史上粮食亩产量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２

年第２期。
王忠全：《西汉亩产量管见》，《农业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版）》，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王忠全：《番系所言西汉亩产数据考》，《中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周国林：《关于汉代亩产的估计》，《中国农史》，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杜绍顺：《战国至汉初一般亩产量探析》，《秦汉史论从（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黄今言，温乐平：《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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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农耕区的劳动生成率做了具体的考察。徐扬杰的《居延汉简廪
名籍所记口粮的标准和性质》①首先交代了廪名籍的定义和特点，其次
通过对廪名籍记载的状况分析，计算出每个人的口粮标准，以及所记口
粮的性质。陈公柔、徐苹芳的《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②对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瓦因托尼出土的９５枚记录廪食出入库的简加以分析整
理，特别是对于这时期瓦因托尼出土的“耧车”的介绍，对于研究农器具
的普及和代田法的推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考古价值。

居延屯田机构和商品经济方面：宋治民的《居延汉简中所见西汉屯
田二、三事》③利用居延汉简和传世典籍简要地介绍了屯田的机构、屯田
的组织系统和屯田相关人员的性质问题等。张俊民的《汉代居延屯田
小考———汉甲渠候官出土文书为中心》④利用居延汉简对一些官职和遗
址位置展开讨论。马耀圻、吉发习的《关于居延汉简和汉代的居延屯戍
区》⑤首先回顾了居延汉简发掘的历程，其次结合文献阐述了居延屯田
的背景，最后认为居延屯田区域应该是居延县和肩水县两部分组成。内
蒙古额济纳旗是今天的行政区划，在汉代该地区是张掖郡居延县辖地，
高敏的《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⑥从居延地
名的由来、汉武帝设居延县、从汉简看居延屯田、汉代居延的商业活动等
四方面对汉代居延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高维刚
的《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⑦通过汉简对河西四郡的经济状况做了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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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徐扬杰：《居延汉简廪名籍所记口粮的标准和性质》，《江汉论坛》，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陈公柔，徐苹芳：《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编辑部，《文史》（第１３辑），中华

书局，１９８２年版。
宋治民：《居延汉简中所见西汉屯田二、三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１年

第２期。
张俊民：《汉代居延屯田小考———汉甲渠候官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北史地》，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马耀圻，吉发习：《关于居延汉简和汉代的居延屯戍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１９８２

年第６期。
高敏：《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

古》，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高维刚：《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四川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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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中对粮食的交易问题的论述，为深入研究汉代农业经济提供了
依据。居延汉简记录了丰富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陈东旭、李国庆的
《从居延汉简看汉代居延地区社会经济》①从地理人口、农业畜牧业发
展、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揭示了居延地区在汉代时所处的重要地位。

汉代居延地区的水利设施状况的研究：张芳的《居延汉简所见屯田
水利》②利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的记载对汉武帝至和帝时期屯戍活动
以及汉简中关于部分水利的简文做了探讨。王致中的《河西走廊古代
水利研究》③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河西走廊各个朝代的水利设施兴修状
况，也为研究河西走廊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依据。李清凌的《西北古代农
田水利开发的三个高峰》④认为中国古代西北的农田水利开发，受制于
两个因素：一是国家的军事活动，二是中央政府的投资力度。为解决军
粮的需要，国家在西北屯田的同时，水利设施建设也是重中之重。马新
的《气候与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⑤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认为两汉时
期的温暖湿润气候带来了充沛的降水，从而为兴

!

水利提供了条件，降
水过多又迫使统治者必须兴

!

水利整治水患。
汉代仓储管理的研究：邵鸿的《西汉仓制考》⑥从郡县仓库设置状况、

仓令等级和粮仓系统三方面揭示了汉代粮仓的设置状况。张锴生的
《汉代粮仓初探》⑦主要对汉代的各种粮仓的规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邵正坤的《汉代仓储职官考述》⑧指出：仓官在汉代的职官体系中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管理仓储，行使有关行政、经济事物职能的载
体。汉代极为重视对仓储日常事务的监控，并且依照国家财政和皇室财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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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旭，李国庆：《从居延汉简看汉代居延地区社会经济》，《内蒙古文物考古》，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张芳：《居延汉简所见屯田水利》，《中国农史》，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王致中：《河西走廊古代水利研究》，《甘肃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李清凌：《西北古代农田水利开发的三个高峰》，《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马新：《气候与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从》（第７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张锴生：《汉代粮仓初探》，《中原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邵正坤：《汉代仓储职官考述》，《兰州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４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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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区别，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郡到边郡的仓储职官体系。这
一体系从西汉到东汉率有分合变迁，并且在秩级、职官、属员上形成了自
己的特点。

汉代西北屯田性质方面的研究：刘汉东的《汉代西北屯田及其土地
形态演化探论》①从文献入手认为西北屯田开始时间早，并对西北屯田
中的公田转化成私田的几种形式进行了论述。李古寅的《汉代西北民
屯结构辨析》②认为汉代西北屯田讨论的焦点在军屯方面，并就民屯从
劳动人员、民屯管理、边境郡县设置和民屯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使
我们对西北边境的民屯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汉代西北屯田对环境的影响：景爱的《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
考察》③通过对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察，揭示了额济纳河流域的沙漠化与
两千年以来人们在此屯垦戍边有着密切的关系，文中所附手工复原卫
星图片较为清晰地展示了演变过程。景爱的《古居延绿洲的消失与荒
漠化———从考古和卫星遥感观察》④通过对考古和卫星遥感的研究，认
为“自西汉以来连续的屯垦耕种，使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元末明初
的战争，造成了河流改道，从而导致了古居延绿洲的消失和荒漠化”。
倪根金的《毁林与汉代居延垦区的衰落》⑤根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阐
明了汉代居延垦区由兴旺发达到衰落的历史原因，充分说明了乱砍滥伐
森林带来的恶果，向人们揭示了“开发大自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切不
可盲目蛮干，毫无克制”。杜海斌的《居延二千年历史环境的变迁》⑥以
汉代、唐宋、近代为基点，揭示了居延地区两千年间的生态环境演变，认
为人类的过度开发是造成居延绿洲和文明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并以历

·９０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汉东：《汉代西北屯田及其土地形态演化探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９年
第５期。

李古寅：《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甘肃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景爱：《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景爱：《古居延绿洲的消失与荒漠化———从考古和卫星遥感观察》，《历史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倪根金：《毁林与汉代居延垦区的衰落》，《灾害学》，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杜海斌：《居延二千年历史环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从》，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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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实证，为今天敲响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警钟。党瑜的《历史时期河西
走廊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①对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发
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历史时期对河西地区不
合理的开垦、利用以及对森林的滥伐，造成当地土壤沙化的严重后果。
为了汲取这一历史教训，在今天的西北大开发中，应遵循河西地区生态
环境的自然规律，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杨士宏的《历代屯田对甘青藏
区自然生态和生产的影响》②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历代在甘青地区屯
田所产生的影响。

三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同样，中国人事管理的历史也是
源远流长的。作为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自从
有了人的集体生活，人事管理活动就产生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
其是随着国家的诞生与发展，人事管理逐渐制度化和普遍化，并最终成
为社会管理特别是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手段。列宁说，国家“一直是由
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
这些人就是官吏，他们被称之为“国家代表”③。可见，吏治与治吏是国
家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
所以法家韩非说：“明主治吏不治民。”一方面，“吏者，民之本纲也”④，官
吏是老百姓遵循的根本纲领；另一方面，“臣下者，主之所用也”⑤，官吏
又是最高统治者统治老百姓的工具。在最高统治者、官吏和劳动人民三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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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党瑜：《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１年
第２期。

杨士宏：《历代屯田对甘青藏区自然生态和生产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

版，第４７页。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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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体的封建社会里，各级官吏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没有官吏阶
层的存在，整个国家机构就会瘫痪；有了官吏阶层的存在，最高统治者才
有了统治万民的坚实基础。所以吏治与治吏状况的好坏，对于封建统治
的长治久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人事管理的优劣得失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古今皆然。西周时
期，太师姜尚就提出了“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的思想。
管子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圣王之治，“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
败，“非失人者，未之尝闻”。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重才思想之大成，结
合自己的治国体会，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是当时
对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朱元璋非常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他对礼部
臣僚们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
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举贤。”清康熙皇帝的人
才思想更具有经典意义，他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所以，
“致治之道，首重人才”。这些论述，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天下兴亡、社
稷安危、国运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

人事管理是社会各类组织用人以治事的活动以及规范这种活动的
各种制度、法令、理论、方针、手段和方法等。它遵循如下原则：量才录
用，任人唯贤；适才适所，人事两宜；有奖有惩，奖惩分明。

人事管理学所讲“人事”实际包括人和事以及两者的联结。人是众
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学科从不同侧面揭示人的不同内涵。人事管理
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以业缘
为纽带联结起来的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物质承担者。因此，人事管理
中的事是指代表工作对象或任务的职位系列，以及与此相关的职位录
用、职务任免升降、考核、奖惩、培训、交流、工资福利、辞职辞退、退休等
事宜。人事管理中人和事的特定含义已如上述，但人事管理的特殊性还
在于它把人和事联结起来的手段和方式。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思想教
育、社会舆论、道德规范、法律约束、经济乃至暴力手段等，都可以促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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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联结起来，而人事管理与这些方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通过职位分
类、录用、考核、奖惩、培训、交流、回避、职务任免升降、工资福利、退休等
特定的手段和方式去促使和保证人和事的联结，促使人适其事，事得其
人，人尽其才，事尽其功。

古人曰：“治国之道，唯在举贤。”“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贤才不
备，不足以为治。”无数社会现象告诉我们，所谓管理，归根结底就是管
理各类人及其活动，对人的管理是全部社会管理活动的核心。在一个社
会组织里，人是主体，不管是社会管理、企业管理，还是科技管理；不管是
政治管理、行政管理，还是业务管理，最核心最根本的，就是围绕人的管
理进行的。只有把人才管理好，才能充分实现人才的价值，开发潜在人
才资源，促进其他管理的优化；也才能有效地利用人才，为整个社会组织
创造最佳的效益。

从管理学角度看，攸关治理成效，实现最佳治理的关键因素有两个：
一是人才，二是管理。其中一流的人才是实现最佳治理绩效的基础。可
以说，没有一流的人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管理，更不可能有一流的绩
效。而精良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管理措施，则是达到最佳管理效果的保
障。中国古代的人事管理，是中国人事管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封建社会是以官僚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体制，大体上包括人才选拔、任
用、调动、罢免、考核、奖惩、休假、俸禄等各项具体的制度，它直接影响着
人事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稳定。

随着专家学者对汉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大量简牍材料的
问世，有关西汉人事管理的研究硕果累累，但不足之处也颇多。因此，对
其进行系统地爬梳，通过整理找出其研究的精深之处与薄弱环节，将对
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人事管理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也对
现代人事管理制度有所启发。

２０世纪以来，尤其是在８０年代之后，有关汉代人事管理研究的论
著很多，研究层次也日益深入。专门对西汉人事行政管理进行研究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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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数不多。刘太祥的《汉唐行政管理》一书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分
析了汉唐两代出现辉煌盛世的治世实质。他指出，行政管理是国家的重
要职能之一，是国家通过行政机关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事
务进行管理的职能。林新奇的《中国人事管理史》一书，将中国各朝代
的人事管理做了系统的爬梳。除此之外，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
史稿》，严耕望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白钢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等书
对汉代人事管理制度均有所论述。

综观近年来对汉代人事管理的研究，在众多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
下取得了巨大成就，著录考究不绝于书。以往对于汉代人事管理的研究，
大体上是把其作为历史学领域里的一个分段史的形式自立于学术界。事
实上人事管理是属于政治学、管理学、人才学、领导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
学间相互融通的一门边缘学科，因此，对于人事管理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
于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考究，理应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学科交融中去探索，
要善于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人才学、领导学等学科的理论去解读
古代（包括汉代）的人事管理，加强多学科协作，兼取各学科之长予以研
究。长期以来，学者对汉代人事管理的研究，大多数是分门别类地进行，
诸如人事选拔、监察、休假等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监察方面，
研究问津较多，分别就监察的内容、特点、效果、演变、实质等进行了全面
的研究①。又如休假方面，学者们基本认为致仕制度秦时初具规模，汉
承秦制，基本确立。许正文认为官吏退休制度始于汉代，官吏为政期间
的正常休假和年老退休，是我国自古至今官员所享受的一项基本福利待
遇和国家对官员的一项管理制度。这两项制度的正式形成和普遍推广
实行，始于汉代。王志凯也认为，官员为政期间的正常休假与年老退休
真正形成制度，且在全国普遍推广实行，始于汉代。汉代官吏的休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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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宽：《战国秦汉的视察和监察地方制度》，《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２年第２期；任树民：《试论秦
汉时期的监察制度》，《西藏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３期；朱莲华：《汉代监察制度的特点》，《上海
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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